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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要求教會扮演的角色

公民社會要求教會扮演何種角色？經過多年的思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教會需要在新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情境中重新定義它的社會角色，要能覺察人們新的需要及問題，發展不同的牧養策略，並訂下新的優先次序。不只為信眾提供服務，也要把觸角伸向只局部認同教會和基督教教義的眾多靈性探索者。教會必須打破狹隘的框架，尋找用心思考社會基本議題的同盟和夥伴，並成為公共事務辯論中一個冷靜有力的聲音。

共產政權解體後的新挑戰

隨著共產政體（第二世界）的瓦解，所謂的第一和第三世界也面臨了重新定義其自我認同及雙邊關係的課題。激進的回教徒，極力要為前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及第四世界（難民、到異國討生活的工人及社會上弱勢的族群，也就是富裕西方世界中那貧窮、挫折和憤怒的孤島）提供共同的語言，並試著營造一個共同敵人的形象----西方，一個在他們看來是美國資本主義、基督教和世界猶太宗教文化的綜合體。同時，西方有很多人也傾向將回教徒妖魔化，並對非西方世界夾雜著恐懼和輕視的心態，令我深感驚訝的是， 西方不只不了解其他世界，其對本身的了解更是不足。

西方有一個共同的語言嗎？

長期用反面的方式將自己定義為反共的西方，有能力表白出一個正面的自我認同嗎﹖越來越清楚的是，歐洲的統合，不能只是在經濟及政治結構上作改變，如果歐洲要成為一體，而不只是一個官僚行政的組織，這些改變必須伴隨著歐洲的覺醒和自我的覺知，這是一個靈性和文化成長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不會如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想的，會因對經濟及政治事件的反省而發生，也無法由意識型態和政治或教會的領導階層來計劃或主導。我必須承認，用諸如基督教或自由主義的簡單口號，來定義西方世界是充滿意識型態、基要主義甚濃且令人懷疑的。我觀察到，特別是今年，基督教以歐洲整合為題的研討會如雨後春筍地展開，教會表白了它們不會在此波歐洲的新局勢中缺席，當然這也引發了一個問題----基督信仰仍是新歐洲的共同語言嗎？如果是的話，是到怎樣的程度？歐洲現在有各色人種，且大部分歐洲國家的教會日漸勢頹，我們常聽到許多歐洲國家的教會高層代表，哀嘆他們週遭的環境沒有宗教信仰也是非基督教的。

歐洲的基督教已不再是宗教了！

我認為我們對西方目前的狀況應有不同的了解，基督教已不是今日歐洲的宗教，而歐洲的基督教已不再是宗教了！為了避免誤解，我必須闡明我在此所謂的「宗教」，是指古羅馬時期所使用的宗教概念----國家所認可的象徵及儀式的集合體，這概念和現代的市民宗教有很多相似處，基本上它是和社會神聖基礎一種儀式性的接觸，也就是凝聚社會認同感的象徵式表白。基督教原先是一條道路、一種生命的方向，去遵循耶穌的腳步。要經過幾個世紀後，基督教才成為古羅馬所定義的「宗教」，它不只在康士坦丁後的羅馬，特別在中古時期，扮演了政治的角色。在歷史跨入現代時，基督教已開始失去這個角色，就某方面而言，科學變成了西方的「宗教」，基督教被認為只是某種意識型態的人生哲學。

我認為宗教主要的力量在於它能成為某個文明的共同語言，然而基督教義已逐漸變成死的語言，像拉丁文一樣，只在禮儀慶典或專家的研討會中被使用。然而，二十世紀的現代科學變得如此複雜，它也不再能作為西方文明的共同語言。我覺得在現代西方社會中，「宗教」的社會角色，主要是由媒體來扮演，它們越來越能影響人們的思考和行為，並作為象徵的中介，聯絡人群的網路。對許多人來說，媒體是真理的仲裁者，電視新聞能看到的就是真的和重要的。

六○年代後的「意識型態危機」時期，基督教也開始掙脫所謂僅是生命哲學的束縛，那是社會及批判行動日漸重要的時代（表現在解放神學及政治神學上），也是靈性復甦（特別是神秘主義），講求社會及科學倫理的時代。基督教可在這些領域加入公共辯論，以協助創造未來文明的共同語言。我不認為我們可以期待基督教成為西方唯一的共同語言，或再度如中世紀時扮演著「宗教」的角色。教會今日所處的環境是開放多元的自由市場，是所有社會群體及運動對話和競爭的交會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公民社會。

政教分離是必然的嗎？

長久以來，當西方提到教會及宗教在公共領域的角色時，最自動迸出的反應便是「政教分離」這個空洞的詞語，幾乎沒人質疑過這個概念。毫無疑問的，這個原則有其歷史成因，我們都知道政教分離產生的原因及背景。就某個程度而言，它保障了政治及公民的自由，使其免受強勢教會的宰制，也使得教會及宗教享有不受國家干預的自由。

然而，我堅信有很多理由，使我們不再以此原則來了解宗教及公共生活之關係。目前這兩者的關係已獲致了新的動力，且在完全不同的層面上運作，教會已不是宗教唯一得代表，同樣的國家也不再能獨占政治領域。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政黨及貿易聯盟的角色日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超國界的社會運動及公民運動。同樣的，基督教會機構的角色及各教派的藩籬也日漸勢頹。今日宗教生活的動力，主要彰顯在具普世性及國際化特色的新宗教運動及團體。雖然媒體仍持續報導國家領導人和宗教領袖的官方會晤，但如果我們深入觀察，就會發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興趣及活動是專注在其他地方的。

教會在公民社會中的新展望

我們目前正處在全球化、後現代及後世俗的時代，過往的限制和藩籬皆已打破。在柏林圍牆倒塌後的時代，「分離」已成為過去式。當然，國家、政黨、貿易聯盟及傳統教會組織和教派藩籬不可能在近期內消失。我們也不必否定其重要性或對抗它們，我們只需要明瞭它們不再如往昔般重要，且其影響力會日漸式微，特別是它們在社會化中的角色已被削弱。一個人自我認同為社會民主黨或自由民主黨、是天主教徒或新教徒、是某國的公民或持有特定國家的護照，已不再那麼重要。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過去宗教及社會運動和團體在教會及國家的大傳統結構下運作，並被認為只是附屬的旁支。之後進入解放期，某些團體和運動起而反抗這個大結構，現在的環境又使它們可以和平共處，很多公民運動與政黨及國家合作，同時也在國際的領域中運作自如。我在天主教會裡也看到類似的趨勢。例如︰教宗積極從事跨宗教對談，並願意和不同的運動合作，以使教區的牧靈活動更有活力及普世性，我認為，當地及國際性的新宗教運動及社會運動的合作將會越來越頻繁。

我們不能忽視某些新的宗教及社會運動會淪為分離主義、彌賽亞主義或排他主義，因為史上殷鑑歷歷，或許這是為何要和傳統教會對話的原因，因為傳統教會可說是歷史經驗的百寶箱。

如果教會要在公民社會中運作，它一定要在時代精神及批判世俗之間找到一個快樂的平衡點，否則教會將會失去自我認同及先知的靈光，關心世俗是互相了解及對話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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